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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
权。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夺取革命领导权，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曾团结合作，同蒋介石进行过几次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夺
回了大部分党权和政权，但是，由于未曾触动蒋介石的军权，最终还是失败了。本文是对这几次斗争的一个历史概述。 

    一、迎汪复职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迎汪复职的口号最初是国民党左派提出来的。 

    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５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
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54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随后，江
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销假视事，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注：《中国国民党第一、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575～600页。】。７月９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要求更为迫切。８月初，国民
党中央接到汪精卫７月１６日的信函，汪表示，辞去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销假以后，或在粤，或在别处
为党服务”民民何香凝主张借此请汪复职。８月１０日，她在中常会第４７次会上临时动议：【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5日。】现在请
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主席。”【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635页。】次
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
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注：《吴玉章回忆录》第1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自此，二人即
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国民党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实现迎汪打算。９月，确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为此，顾孟
余自愿联络北方左派，吴玉章亲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了两项宣传原则：１．说明本党现状及３月２０日事变真相；２．口号为“巩固左派
与Ｃ．Ｐ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但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利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注：《对于国民党十月
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 

    蒋介石对迎汪复职愈来愈疑惧不安。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汪精卫、胡汉民两同志，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
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帮介石先生》，第15册，第71页。】但实际上他强烈反对
汪精卫回国复职。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０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认为其目的在“倒蒋”【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
月20日。】。２１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徬徨歧路，莫决南针。”
【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
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5日。】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日记说：
“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5日。】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
队作战不力和进攻武昌受挫，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还不便强硬。 

    ９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注：《中央给广东信—
—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
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并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注：《蒋介石最近对于我们的
要求》，《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
派当权以来，纵容官僚、驻防军及土豪劣绅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
权。目前有三条路可走：１．迎汪倒蒋；２．汪蒋合作；３．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走第一条路太危险，继蒋而
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走第三条路有很多困难；走第二条路比较适宜。【注：《中央致粤区的信——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
作》，1926年9月17日。】。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使国民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人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
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
１．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２．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３．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注：
《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由于蒋介石邀请吴廷康赴鄂。９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
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注：《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Q1990Q32N11】。会后，吴
廷康即与张国焘赴鄂。但二人赶到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２７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首领【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
务》，１９２６年９月日。】。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两天后，蒋介石接到
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注：】。１０月３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
兄若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
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9日。】。从电报字面
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怎么会远涉重洋向汪精卫劝驾呢？ 

    迎汪是为了抑蒋，但是，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直到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国民党
左派和共产党人才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１９２６年９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
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７人。从９月１４日起至２９日止，共开过６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



会、中政会合并，另选１３人组织政治委员会，它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左派的意图很清楚，即罢免蒋介石的中
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理主席职务。对此，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作主席，声言“请汪复职”，
“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帮介石先生》，第18册，第5页。】。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
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
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0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左派决定退让，结果，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
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为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８日召开，出席中央委员３４人，各省
区党部代表５２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注：《陈果夫回忆
录》，见吴相湘著《陈果夫的一生》第105页，台北伟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１／４，左派占１／４强，另有一些
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１／４。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９月９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内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
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注：《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1926年9月16日。】１８日，再
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注：《民国十五年以
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第22页。】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汉后，“左
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之，持反对态度【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第55页。】。在讨论这一议案
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
“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
日。】。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
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还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海里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录》，油印
件。】。１８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４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
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注：《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
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该案有山西、山东等２５个党部附署。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可
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第3号。】。会议决
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５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
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注：《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
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
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
议事录》第3号。】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１０５条，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
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
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
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
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注：《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
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各地民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
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得重新设
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
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认为叶、邵２人已有表示，未予议处；石瑛等
８人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
命的ＣＰ”【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
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ＣＰ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
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彼反革命之徒”。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处理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
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注：《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
章，违背总章必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辨。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通过，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
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
由于会议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张静江手中，因而，左派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并且只是
书面上的胜利。 

    三、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１０月２２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
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注：《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１０月
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
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
虫和邓演达。”“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注：《民国十五年
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05页。】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
“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指徐谦——笔者）来”【注：Docdumemt44.Wibbur】。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



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
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
【注：《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１１月１６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
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１１月１９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
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
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注：《中共广东区委政
治报告》（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79—482页。】。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
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注：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第59页。】２２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２６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
员及文件于１２月５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之策，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
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变为泡影【注：《革命军日报》，1926年12月1
日。】。１２月４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注：《对于目前
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1926年11月9日。】。次日，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注：《中央
致粤区的信》，1926年12月4日。】直到次年１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临时联席会议【注：《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
治报告先辑》第115页。】 

    鲍罗廷等一行于１２月２日到达南昌。６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
“语多支吾，致启人疑”【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1927年初。】。７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
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１．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２．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
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
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后12月6日。】。会
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注：《蒋介石日记
类钞·党政》，1926后12月7日，参见《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第58页。】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
【注：《民国十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12月20日。】 

    １２月１０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
理。１３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
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注：《复武汉各界团体
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0日。】。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
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董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
蒋介石迟至２０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１１月２４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
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注：《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
17日。】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使他很
不高兴。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１２月６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
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后1月24日。】气氛是欢快、明
朗的，人们谁也没有料到，国民革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１２月３１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
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会后通
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３月１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
【注：《各界欢送政府北迁盛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6日。】。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
有充分讨论的机会。”【注：《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文稿《民国日报》1926年1月8日。】４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
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７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
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１３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５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
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１月６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
慌，武汉大局必受影响”【注：陈公博：《苦笑录》（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第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７日，鲍罗廷致电
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１１
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
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注：《鲍顾问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摘稿抄录》，1927年1月
（上）。】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
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注：《临时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记
录》。】１０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
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武汉方面仍坚持原议。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２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蒋的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
谈，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予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的欢迎
又是有原则的，目的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于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便出现了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
终于说“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
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
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ＣＰ，欺压ＣＰ，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
谈，并且写一封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



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的苏俄，各
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
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他愈说愈激动，调子也愈来愈高：“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
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注：《陈友仁
等为不宜变更中执会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75页。】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
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１月１５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
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
败。”【注：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
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发言中，大家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
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注：《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记录》。】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浚、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
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浚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注：《蒋总司令昨晚欢宴各界代表纪盛》，汉口《民
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１月１８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后，致电徐谦，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１月２１日、２
２日，蒋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
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按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
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注：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
国》第23期，台北1981年6月30日出版。】【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１７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
通电要求【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9日。】。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２月５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
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蒋介石承受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大。 

    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１３００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派亲信、军需处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
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29日。】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
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
日。】２月４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注：《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2月5日。】。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８日，
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苏，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
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争告一段落以后。 

    经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２月９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谭延闿等三数日内即可莅鄂。但日期屡变，仍不见人
影。２０日，南昌各界召开欢送党、政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２１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
定：１．结束联席会议；２．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３．中央执行委员会３月１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注：参见广州
《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２月２２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
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四、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为了限制其权力，他们决定开展恢复党权运动。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
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注：《吴玉章回忆录》第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6月。】２
月９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５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注：《陈
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26年2月10日，《蒋介石收电稿抄录》，另参见《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武汉文史资料》
第4期第25页。】。２月１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
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注：希俨：《时局进民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１３日，湖北省、武昌市两党部召开
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将来
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伤。”【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１５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
雷、叶楚伧等３０余人与会，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１．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２．统一党的指
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３．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４．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５．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
问题；６．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７．军队在党的指挥之
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
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注：陈公
博：《苦笑录》第73页。】。他于２月１９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
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注：《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
日。】。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
的是什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3日。】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们的普遍情绪。２月２２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２１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召开二届三
中全会。２３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
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次日，武汉三镇１５０００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
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张静江”的口号【注：《武阳百夏党员大会庆



祝示威大会之热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
２０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２月５日，根据邓演达
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２人，携带２６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和蒋介石商量，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
武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２月１９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
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
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
日。】两天后，他再次发表讲演，声称：“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
裁制，他以没有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
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注：上海
《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隐藏的杀机，预告了他要采取某些行动。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
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２月２７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
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3日。】。２８日，蒋
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注：《蒋介石致宋子文
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日。】。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蒋介石的意见，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３月７
日。 

    ３月３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交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注：谢宣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侧记》，《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46-48页。】。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
委员６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注：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
示谭延闿等５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５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
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注：《蒋总司令欢送党政府迁鄂》，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３月１２
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注：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的一生》第107
页。台北版。】 

    ３月７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谭延闿称，蒋介石、朱
培德１１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3页。】。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注：《中国
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4页。】徐谦报告了联席会议的成
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党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
之胜利而已。”【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6
页。】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１１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余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
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
吗？”【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8页。】吴玉
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注：《中国国民党第
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43页。】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
行讨论。谭延闿与吴玉章针锋相对，会议气氛顿形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致使会议气氛更形紧张。为了圆场，会议
采纳徐谦建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
未敢动手【注：《陈铭枢告四军、十一军将士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６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兼补充革命学
识”【注：《陈铭枢留别邓演达书》，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同日，邓演
达、唐生智召集十一军官兵谈话，均表示“绝对服从党”【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47页。】 

    ３月１０日至１７日，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
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第316页。】。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党内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权
于一身，凌驾于全党之上。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756页。】。孙科称：“以主席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
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记录》，《中国国
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09页。】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４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主席
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
页。】。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
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
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16—317页。】。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其中７人为主席团；主席
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４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
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事宜；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
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
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采纳彭泽民的意见，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注：参见《中国
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页。】 

    （三）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



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
策”【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06页。】。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
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30页。】
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
“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由大会宣言，“令农民放胆去做”【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下）第845页。】。
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１０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
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２５％、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等【注：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28—330页。】。《对全国农民宣言》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
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
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08—311页。】。《农民问题决议案》
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毛泽
东９人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此外，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
力，会议还批准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
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１５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
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注：《中国国民党
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同全会资料》上第338—339页。】。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右派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
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中央常务委员、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
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的权位则大大提高。 

    ３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１９２６年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
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从新右派手中夺回了党权和政权，其意义重大。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
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还在迁都之争初期，鲍罗廷曾对李宗仁说：“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他曾试图动员李宗仁取蒋自代，遭到拒绝【注：《李宗
仁回忆录》（上）第44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３月下旬，武汉政府又曾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介石，再遭拒绝【注：参
见拙作《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日本《东方学报》第59册。】。４月５日，武汉政府决定废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集团军，
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
重大措施，但是，已经没有实际效用。一周之后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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